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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孔 令 洁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市100872)

摘 要: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

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

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

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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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的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

中,产生了“华夷之辨”及“华夷大防”的华夷思想,在民族观念中居于主导地位。华夷思想并非长期

静止不变,而是充满对话、创新与突破,也推动着民族观念的演化。传统华夷之辨成形于春秋时期,
在秦汉大一统王朝时期得到深化,汉末大乱而至西晋短暂统一之后的三百年南北分裂,少数民族政

权首次入主中原,华夷思想迎来了第一次巨大的转变,其影响直至隋唐五代。宋朝自建立之初至灭

亡,同时有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并立,其间的兴亡更迭,又酝酿着华夷思想的再一次变

动,继而影响至明清。宋金元时期上继隋唐、下启明清,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历

史文献的考察与分析,以士人的华夷思想为主体来探讨宋金元时期的民族观念演化情况。

一、北朝以来的民族观念新思维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晋室南迁,匈奴、鲜卑、羯、氐、羌诸少数民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于是昔

日被华夏民族所鄙视的“蛮夷戎狄”,一跃成为中原之主。这种政治的大变局,强烈地挑战了传统

“华夷大防”的思想,尤其是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士民,更是无所逃避。虽然稍后北魏孝文

帝的全面汉化运动,可能局部缓解了这些矛盾冲突,但外族入主中原的事实,尤其作为长时段局部

统一王朝的北朝的存在,以及继承其遗产的隋唐帝国,种种迫使士人必须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

出符合时宜的新华夷关系的论述。
隋末的大儒王通,正式提出了异于传统华夷思想的主张,即“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

也”[1]卷7,181。王通抛开了传统华夷大防的束缚,针对当时的局势,宣称只要能居中国而庇护天下百

姓,便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这个主张,跨越了向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华夷界限。王通的这番新

论,应该不是他个人的突发奇想,可能是许多北方中国士人在异族统治下,不断调整适应后所酝酿

出来的新观念。唐代中叶,韩愈提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

之”[2]2664的观点,韩愈舍弃了传统以民族来定华夷之别的成见,主张从文化(即礼)的标准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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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张与王通的说法,同样具有革命性,为后世华夷思想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王通与韩愈以儒者的立场提出了华夷之辨的新观点,不能单纯视为个别儒者的标新立异,而应

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气来观察。王通的情形,前文已述;至于生于唐中叶的韩愈,则不可避免会

受到唐代皇室华夷观念的影响。李唐皇室原为北朝胡化的汉人,长期生活于异族统治之下,其华夷

观念本就薄弱。唐太宗在与臣下讨论其个人武功成就时,指出他所以能使各族绥服的原因,即“自
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3]卷198,6247。
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第一次由皇帝亲自提出胡汉一家的统治理念,摒弃了传统“贵中华”而“贱夷

狄”的成见,这样的统治胸襟,“为前人所无”[4]。这种无论华夷、“爱之如一”的开放思想,经过皇帝

的提倡,使有唐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极为不彰的一个朝代。韩愈会提出崭新的华夷大防

的观点,自然也是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由于受到安史之乱的冲击,使得唐王朝前期一度华夷如一的民族开放政策发生变

化。尤其在北方,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以后,居住于此的大部分汉人,受到少数民族统

治的影响,渐染胡风,胡汉融合已是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后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

纷乱的局面;然而北方燕云十六州等地,却依然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终有宋之世不变。由于宋辽两

国的对峙,原为同族的汉人,遂因政治因素的干扰,逐渐产生了隔阂。继起的女真人,先后攻灭了辽

国(1125年)与北宋(1127年),完全占有中国北方,其统治范围更大于辽代,而且维持了自辽以来与

宋人南北对峙的局面。自辽迄金,北方的汉人在异族的统治下,生活了近三百年,夷狄为主,成为常

态,其情势与南北朝无异,分处南北两地的汉人,由于交流途径为政治势力所阻绝,最后竟形如敌国

异族。同时,由于南北两地的汉人分别受到汉族与女真的统治,于是在传统的华夷大防与华夷之辨

等议题上,遂产生分歧:对北方儒者而言,强调华夷大防与华夷之辨,不再是唯一的论述,他们多数

刻意淡化这种语境,亦即放弃了传统从民族立场上区别华夷的论述路径;转而采取了“夷而进于中

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论述。这种转换,充分体现了北方士人在异族统治下,对传统华夷思想的不同

理解和诠释。
另外,即令在北宋治下,亦有个别士人,如生长于仁宗朝的张方平,他继承王通的华夷观念,对

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与华夷关系,提出“魏氏先实漠北,控弓朔、代,南平燕、赵,遂通秦、凉。出令作

法,变风迁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人矣。则是夏禹之出东

夷,文王之祚西羌,爰受大命,以抚方夏。《诗》《书》所载,谓之何哉? 前世大儒所断南北之疑者,所
以正魏也”[5]卷17,141。值得注意的是,张方平在王通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了三代圣王亦有肇基于东

夷、西羌的历史事实,以证虽为蛮夷之人,苟能行王道,则能受天之命而成为中国之主。换言之,在
张方平看来,所谓的“蛮夷”与“华夏”并不是完全不可变的论述,这显然扬弃了传统用民族、地域来

区别华夷的观点,转而采取了来自文化上的意义以区别华夷,为中国华夷思想开拓了更为宽广的解

释空间,这对于消弭种族歧视与促进民族融合,可谓跨越了一大步。

二、多民族政权并立之际的民族观念

(一)由金入元的华夷观

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史书所载,斑斑可考。然而这些通常是

以掠夺物资人口为主要目的的军事行动,因此秋来春去是常见的进军模式。其中,只有南北朝时

期,辽金元三代,以及后来的清代,成功地在中原地区建立长期统治政权,原汉地被统治的士民,被
动地接受了以夷狄为君的这一事实。在少数民族统治初期,这些汉族士人在思想心态上,无疑曾经

历过一番内心的煎熬,传统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思想,使他们无法以一般改朝换代来看待外族入主

中原的事实,惟随着统治状态的持续存在,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心态的转变过程,几乎是

绝大部分异族治下士人的共同经验。



本节所论之金元时期的北方士民,亦是在经过了一段调整适应的时期之后,逐渐淡化了华夷之

间的差异,转而着眼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对于这种态度,金世宗曾评论云:“燕人自古忠直者

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

者,凡以此也”[6]卷8,世宗本纪下。诚然,以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北人这种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并不符合

统治者的要求;而自广大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如何保全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他们的优先考

量,因此,相对于统治者的更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平心而论,由于北疆处于胡、汉交接之地,经
常沦为双方相争的战场,因此,居住于此地的士民,具备了更为通达的国家民族观念。这种以现实

利益为考量的思维模式,成为绝大部分北方士民的共识。因此,华夷大防、华夷之辨等立场鲜明的

政治思想,往往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这是北方人民在经历了无数的战火洗练之后,所滋生出

来的特殊观点,并进而影响他们的仕宦与否。
金灭北宋之后,原来生活在北方的宋朝臣民,在经历了短暂的挣扎后,被动地接受了女真人的

统治。再加上金代立国之初,金熙宗诸帝大致上都致力于推行汉法,并沿用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
为士人提供出仕的机会,如熙宗天眷元年(1138)八月,“颁行官制”,全面施行汉式官制[6]卷4,熙宗本纪。
这些积极性的政策,渐渐将汉族士人仅存的华夷思想几乎消弭于无形,大部分的北地汉人乐于与金

朝政府合作,获得出仕的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功名富贵等实质利益。这批由宋入金的汉族士人,很
快地便接受自辽以来胡汉融合风气的影响,逐步放弃了原有的种族与文化上的坚持,心安理得地成

为金朝臣民。华夷大防的思想固已杳不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忠君观念,至
于在位君主民族属性,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金朝政府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承认其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应该与金初以来,历代

君主努力推行汉法有密切的关联。到了金代中叶,国力达到巅峰,世宗一朝,号称金之极盛,而有

“小尧舜”之美称。综观金朝统治中原的百年历史,除了宋、金易代之际,可能有少部分汉族士人还

存有华夷大防的观念外,到了金代中后期,士人观念里,忠君思想的昂扬,使得传统的华夷大防几乎

完全被士人抛诸脑后。汉族士人习惯于金朝统治,以至于在金、元易代之际,许多士人慷慨殉国,元
儒虞集曾感慨:“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

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之多者也。”[7]卷5,35可见中原经过金人的百年统治之后,多数汉人已不

再视统治者为夷狄之君,反而以君父视之,金之亡,士大夫争死国难,人心所向不容置疑。金亡之

后,也有遗民纷纷表达故国之思,如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诗篇中多有故国之思,其诗《即事》云:“秋
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8]卷8,97其他如李俊民《和子荣悼恒山韵》云:“洒尽英雄忧国泪,变
风哪得不伤今”[9]卷4,112;杜瑛《吊故宫》云:“劫灰飞尽海扬尘,废殿荒台土花碧。洛阳书生汴梁客,一
夜秋风头欲白”[9]卷95,2772;杜仁杰《读前史偶书》云:“中原消息苍茫外,故里山河涕泪边。六国帝秦天

暂醉,鲁连休死海东壖”[9]卷96,2778。这些诗中所流露的,尽是哀悼故国之思,其情感沉痛而真挚,读之

确能感人肺腑。可见经过金人的百年统治之后,北方的华夷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华北士人不分种

族,在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下,一致效忠于女真族皇室。
(二)由宋入元的华夷观

北魏、辽、金等朝代,虽然成功地在中原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但在同一时

期,南方始终存在一个汉人政权与之对峙,因此严格而说,北方各族只是局部统一中国。然而这种

情形,随着南宋兵败崖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蒙古人完成了古来所有少数民族所无法达成的统一

全中国的大业。
对于蒙古人入主中国这一政治变局,华夏士人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对原生活在辽、金统治区

域的北方士人而言,奉异族为君,历时已有数百年,因此,当蒙古灭金之际,他们所感受到的与历史

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并无不同,殉国怀故也只是出于忠君思想而非民族大防;然而当蒙古南下灭宋

时,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士人,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夷狄统治的局面,他们除了君国沦亡的



悲痛之外,还面临华夷大防的严酷考验。南宋遗民谢枋得对此发出的感慨,“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

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10]卷6,27,就是最佳的注脚。这是一种兼具亡国与斯文扫地的惨痛经

历,远非此前历代士人遭逢改朝换代的黍离麦秀之悲所可比拟。另一位南宋遗民郑思肖,于宋亡之

后,“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识焉。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

音异者,便引去”[11]卷20,不仅誓不从夷,更且激进地恨屋及乌,从痛恨蒙元到痛恨整个北方。又明代

问世,题为南宋遗民郑思肖所著之《铁函心史》云:“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

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

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12]在郑思肖看来,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为不使

中原的传统文明遭到破坏,夷夏应当各居其所,各习其俗,绝对不允许互为混杂。
除了这些为人所熟知的南宋遗民外,清初万斯同著《宋季忠义录》一书,更收录了宋元易代之际

南宋的许多忠臣义士,从江万里、文天祥到刘清叟、孙琏等,共计有544人之多[13]。可见宋元易代

之际,以身降元而谋富贵者固有其人,同时心怀故国民族之情以遗民自居者,亦大有人在。宋室厚

待文人,所以当其亡国之际,士人亦报之以忠义。元末修《宋史》,亦明言之:“真、仁之世,田锡、王禹

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

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

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14]卷446忠义传一 身处易代之际的宋末士人,大多能够坚持原则,他
们的行为操守,示范了一种既符合忠君的伦理纲常,又不违春秋大义华夷大防的出处抉择。

(三)忠君思想与华夷之辨的冲突

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君权不彰以及武将跋扈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中央集权

政策,一方面极力压抑武臣,另一方面则大量进用文士担任政府各项职务,造成宋代士风的鼎盛局

面。由于士人在宋代受到空前的尊重,他们感念君王的提拔与重用,基于感恩图报的心理因素,于
是士人们便以高度的向心力为皇室效忠,集合种种因素,造成有宋一代忠君思想的极度高涨。这种

强烈的忠君思想,虽然肇因于宋初皇帝的蓄意操作,然而当它成为儒士纲常理念中的最根本思想

时,它顿时成为出仕士人最重要的操守,甚至连未出仕的士人,也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制约。全体士

民自觉或者被动地把忠君思想无限拔高至纲常之首,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的华夷之辨及华夷

大防,则退居次要地位。
有元一代,士人华夷大防思想的高峰期,大约出现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数十年间,一群南宋遗民

除了始终忠于故国之外,往往举华夷大防之春秋大义以相激励。然而随着这一代南宋遗民的逐渐

凋零,生长于蒙元治下的新一代南人,坚持华夷大防者,已不多见[15],多数南士避免谈及于此,取而

代之的,是对蒙元之治的肯定和“胡汉一家”大一统思想的宣扬。如虞集《翰林学士承旨刘公神道

碑》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圣承之,四方无虞,民物康阜,熙治太平,将百年于兹矣。”[7]卷17,247又
如刘基《谕瓯栝父老文》云:“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杀,燠休滋润,罔有荼毒,至今八十余年

矣。”[16]卷8,190再如叶子奇云:“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
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夫。”[17]卷3,47这些南方汉族士人所再三致意

的,无不是元代“大一统”的功业,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也尽是有元一代的治平之绩,其谓元代为

“皇朝”等词,则以元帝之臣民自居,也是不言而喻,于是忠君思想再度占据这些南方士人政治操守

中的第一顺位。换言之,元代中叶以后,士人基本上不再强调华夷大防的观念,他们自出生即为元

之臣民,视蒙元为君父,衡诸纲常伦理,亦属理所当然。钱穆先生晚年治学,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

集,指出元季诸儒心中但有蒙元君父,而毫无华夷之辨,当是实情[18]。
综上可知,宋金元更迭之际,由于盛行于北宋一代的忠君思想深植人心,原北宋统治地区的汉

族士人秉持传统的忠君观念,视忠君为士人操守的核心价值。遭逢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固然有不

少士人坚持对宋朝皇帝的忠贞,然而为数更多的士人在金朝统治下继续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故



国之思逐渐淡化,于是华夷之防与忠君思想遂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入元以后,北方士人或者不存

有华夷的观念,或者避免谈及华夷的相关问题。南北统一之初,一批由宋入元的南方士人,坚守遗

民志节,拒不仕元,宣扬传统华夷大防的春秋大义,这是有元一代华夷观念最为昂扬的时期;而在此

之后数十年间,一方面因为遗民的逐渐凋零,另一方面因为元代统一的政治形势渐趋稳固,异族为

君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于是华夷观念渐归于沉寂,忠君思想代之而起。迄至元代中叶,不分南北,
忠君思想成为士人的共同政治操守,至于华夷大防,则鲜有人道及。

三、元明之际士人的民族观念

在元、明易代之际,部分士人投身义军,以推翻元朝统治为奋斗目标;同时,也有一部分士人视

起义者如仇寇,口诛笔伐,不遗余力。这两类极端对立的士人都生长于元代统治之下,最后却做出

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甚至入明之后,这种现象依然存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统治民族来说,
元、明易代是一次由夷返夏的回归,按理说,汉族士人应当欢欣鼓舞,然而当我们检视亲历这段历史

变局的士人之出处时,却惊见事实与想象有相当的差距。抱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理念的士人,
固然是大有人在,然而心向蒙元、悲悼亡国的士人,也不乏其人。仅民国初年张其淦辑元末遗民诗

便达八百五十余家,可见遗民数量之多。忠君观念与华夷大防的民族意识,再度尖锐地对立起来,
士人在做政治抉择的同时,也牵动着他们在华夷思想上的趋向。透过对这些士人的观察,将有助于

我们了解由元入明华夷思想的最终发展情况。
元代不甚重视儒生,延祐复科取士亦独厚蒙古、色目人,且以科举入仕者,平均每年仅约二十

人,所占政府官员之比例微乎其微。儒士受到统治者之轻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元末天下大乱

之际,那些平时享受高官厚禄的蒙古、色目大员,多弃其守土之责,望风而逃。当其时,还能恪尽职

责,为元廷抵御起义群雄者,反而是一些进士出身,不受朝廷重用的地方官员。正如清代学者赵翼

所述,“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

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并列举汉籍之进士者如李齐、李黼、郭嘉、王士元、
赵琏、孙撝、周镗、聂炳、刘耕孙、彭庭坚等,都在元末慷慨殉国[19]卷30,474-475。这些汉籍进士仕元,虽多

居下僚,却能于元末朝廷危亡之际,以身相殉。甚有南方名儒郑玉,虽未出仕,然当明兵入徽州,守
将欲致之,郑玉答以“吾岂事二姓者耶”拒绝,因而被囚,最后与其妻自缢而死[20]卷196,郑玉传。可见忠

君思想之凌驾于华夷观念上,已成为元末士人的共识。
这显然是遵循中国传统食君之禄则赴君之难的政治伦理原则下的反映。清人全祖望论宋元两

代末季士人之出处亦云:“古来丧乱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军师国邑之人,即以下僚韦布,皆能

砺不仕二姓之节。然此则宋人三百年尊贤养士之报也。元之立国甚浅,崇儒之政无闻,而其亡也,
一行传中人物,累累相望,是岂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风善俗,历五世而未斩,于以为天地扶

元气欤。”[21]在全祖望看来,宋末与元末的士人多能谨守传统士人的本分,在国家危亡之际,赴国之

难,即使无法挽救国家之沦亡,亦志节可嘉。究其原因,比较宋元两代之政治,赵宋一代儒士备受尊

崇与重用,故士人亦报之以忠贞;相对而言,儒士在蒙元一代根本不受统治者重视,元明之际的士人

仍以忠贞报元廷,其中的关键,自然并非元代百年统治使然,而是蒙受宋代三百年养士之流风善政,
使得忠贞观念犹根深蒂固于士人心中,因此。即使受元代统治者所轻,士人们仍然据传统士人应有

的操守,而恪尽忠节于君国的臣民本分。
除了上述殉于元廷的进士外,元末还有一批士人透过他们的诗文,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动荡的不

安,以及对蒙元政权存亡的忧虑,如刘基《夏日杂兴七首》其三云:“闻道中原沸似糜,倚楹长啸不胜

悲。百年城郭连烽火,千里乘麻委蒺藜。南国久纡方叔旆,东郊未返鲁侯旗。五湖何处堪垂钓,肠
断松楸入梦思。”[16]卷16,334该诗作于元末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诗中所表达的意思也仅仅是对时局败坏

的忧虑,而未见任何蒙汉的民族意识。诚如萧公权所论,刘基“虽深讥蒙古政府之腐败,然其讥之者



以其为无道之政府,非以其为异族之政府”,如果元朝统治者能够济世安民,使天下太平,则“异族政

府虽维持至于久远可也”[22]。刘基等人所代表的是一群元末士人对蒙元政府的支持态度,在君臣

伦理与华夷大防之间,他们多数选择了前者。
当然,士人的忠诚并不表示元末整个社会已经完全融胡汉为一体,恰恰相反,元末社会之所以

发生动乱,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来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元朝统治者“内北国而外中国,
内北人而外南人”,亲疏有别的政策而使“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17]卷3,55。如此

不能视胡汉为一家,坚持维护少数统治民族的特权和利益做法,最终导致百姓对政府离心离德。值

得注意的是,在元末的乱局之中,士人集团里的许多人与普通民众似乎渐行渐远,前者多拥护朝廷

统治,后者则倾向于支持起义群雄,这是元末社会所独有的特殊现象。对此钱穆先生曾有论道:“元
明之际,江浙社会经济丰盈,诗文鼎盛。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觞宴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18]125元
末许多江浙士人基本上脱离了群众,自成为一士人生活圈,对于社会动乱,往往置身事外,专事吟风

弄月,歌咏山林,这些士人或许无意仕进,但对于会影响他们生活现状的起义战争,则抱持敌视的态

度。因此元末士人之多拥护蒙元政权,也就很好理解了。
元、明易代之后,一批汉族文人士大夫,对于中国政统重归华夏,心中并没有太多欢欣鼓舞之

情,反而流露出缅怀故国之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露无遗。如宋讷《壬子过故宫十九首》其十八云:
“事事伤心乱若丝,宫前重咏黍离诗。百年礼乐华夷主,一旦干戈丧乱师。凤诏用非麟阁老,雉门降

是羽林儿。行人莫上城楼望,惟有山河似旧时。”[23]该诗作于入明以后,诗中对元的灭亡寄予无限

伤感,抚今追昔,不胜唏嘘。不惟文字上的怀念,这批士人,也多以遗民自居,不愿再仕于明,如赵翼

所言“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
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19]卷32,497明初的法网严苛与士人的心存蒙元,是他们不愿仕进的关

键所在。
明初士人的心存故国,影响了他们的华夷观念,即使仕明的士人仍然普遍存此观点。比较元初

遗老和明初遗老的诗中,都充分流露出铜驼荆棘之哀,但是元、明两代的政治形势并不相同,以对士

人的控制来说,元代宽松而明代严厉,因此明初遗老诗文中所表现的故国之思,就特别值得注意了。
对于明初士人的这些表现,如果将它联系到明代官方对元朝的态度与政策上,也可以得到另一方面

的解释———综观中国历代各朝,每当易代之后,对于前朝通常会多加贬抑,以彰显本朝得天下之正

当性,而朱明政府对被取代的蒙元政权,却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如史载朱元璋诏云“元虽夷狄,然君

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24]卷53,1041。这种对前朝的肯定,恐怕在中国政治史

上是罕见的。由此可见,明代初期,士人多心怀故国,不加避讳,而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态度,似乎

也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流行,在此情形下华夷之辨之不受重视,也是理所当然了。

四、结 语

大体观之,宋元之际士人的民族观念,若以地域来看,绝大部分的北方士人心中并不太在乎华

夷大防。相对而言,部分南方士人则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数十年间,坚持华夷大防的思想壁垒,拒绝

承认蒙元为中华之主的事实。若以时间来看,金、元易代之际的北方士人,基本上没有太深的华夷

大防的观念;元代中叶以后,南北两地士人基本上都生长于元代,既然本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元儒,便
没有理由把蒙元皇帝视为“夷狄”。元、明易代之际,由夷返夏的政治转变,似乎仍未立即反映在当

时士人的思想上。华夷大防的民族大义,对士人而言仍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概念。于是无论是由宋

入金,抑或是由金入元,乃至由宋入元,甚而最终由元入明的汉族士人,历经夏变夷到夷变夏,他们

所念兹在兹的主流思想,莫不是如何忠于君主的伦常观念。在此前提下,士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君

主,至于在位君主的华夷属性,并不是他们优先的考量。



终元一代,各民族之间的华夷之辨,因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坚持,始终无法完全消弭。然而这并

不表示整个元代都是充斥着民族间的斗争与隔阂。相反,由于各民族在全国统一后,无可避免地增

加了大量的接触机会,到了元代中后期,民族杂居的情形,遍布全国各地。频繁的接触虽然造成了

若干冲突,但也确实增进了彼此了解和认同,明初学者丘濬描述元末各民族的相处已达到“相忘相

化”“不易以识别之”[25]卷73,85的地步。尽管丘濬的形容有夸张之处,但元末各民族间的融合已经达

到可观的程度,则应该可以确定。从南宋灭亡初期,南方士民普遍怀着强烈的华夷大防观念,多年

之后,这种民族意识渐渐淡化,至元代后期,华夷之间的界限,恐怕已经相当模糊。
华夷之辨的淡化,并非统治阶层主动推动民族融合的结果,相反,这是在其力行民族分化政策

下,出乎意料的结果。身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以及身份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在自身政治、经济的考

量下,不可能完全放弃其民族及政治的认同,而与汉人、南人融为一体。元代征服王朝的性格,决定

了终元一代,华夷一家的民族和谐境界不可能达致。即使在元代后期华夷大防思想逐渐消退之际

依然如此,真正的“胡汉同风”的世界,必须等到征服状态完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历史潮流,
浩浩荡荡,行文至此,笔者愿以元世祖朝名臣许衡之诗作结:“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
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26]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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